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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十八世紀清代的貨幣經濟中，主要實行白銀與銅錢兩種貨幣

並行制度。1白銀是憑成色重量流通的秤重貨幣，單為以「兩」

計算；銅錢是以個數進行交換的計數貨幣，單位以「文」稱之，

合千文為一串。2《清朝文獻通考》作者指出： 

我朝銀、錢兼權，實為上下通行之幣。3 

政府徵納錢糧，長程商業與大宗買賣以白銀為主，至於人民

日常零星交易，工資所得，則銅錢為主要手段。例如清代嘉道年

間士人包世臣(1775-1855)所言： 

今法為幣者，惟銀與錢，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賈轉

輸百貨則以銀。4 

然而，銀與錢流通功能的區分，實際卻非一成不變。由於銀

兩使用必須鑑定成色，種類型式大小紛繁，反不如銅錢以個數計

算來得方便。因此，在一般情況下，人民交易對錢需求的程度，

相較於經過鑑定秤重的銀兩要來得高。乾隆初年，直隸按察使多

綸曾有如下描述： 

國制銀、錢並行，以錢一千文抵紋銀一兩。民間買賣原可

以銀抵錢。然零星日用，分釐交易，有剪鑿分析之耗，有

                                                 
1 關於清代貨幣制度，部份學者稱此為「銀銅複本位制」，見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行的演

進(1644-1937)》(臺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1 年)，頁 5；Vogel, Hans Ulrich, “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 1644-1800,” Late Imperial China(Dec, 1987), Vol.8, No.2, p.2；部份則稱

之為「銀銅平行本位制」，見楊端六，《清代貨幣金融史略》(北京，三聯書店，1962 年)，頁 3。

惟清代貨幣制度是否與近代貨幣本位制度觀念相同，仍有許多爭論。本文暫不擬涉及此課題的

討論，而只將清代貨幣制度蓋稱之為「銀錢兩幣制」。 
2 《清朝文獻通考》記云：「計錢之數，自漢以來曰貫，亦曰緡，前明或以錠計，每五千文為一

錠，今以錢千文為一串，猶之貫、緡之義」。見卷 13，錢幣一，考 4966。 
3 《清朝文獻通考》，卷 13，錢幣一，考 4965。 
4 包世臣，《齊民四術》(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卷 2，農二，庚辰(嘉慶 25 年)雜著二，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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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戥低昂之爭，有成色高下之殊，每以用錢文便。5 

由於白銀與銅錢並行，不論是以銀抵錢，抑或以錢為便，銀

與錢在市場流通上彼此間即形成兌價關係。按順治四年(1647)，

清代官方規定銀錢法定比價每錢十文，准銀一分，即錢千文，兌

銀一兩。6清政府推行錢法政策的目標之一，即努力維持此一銀

錢的比價準則。7如《清朝文獻通考》所載： 

銀與錢相為表裡，以錢輔銀，亦以銀權錢，二者不容畸重。

8 

兩者不容畸重，是清政府穩定銀錢比價的基本方向。惟銀、錢價

格受到供需情況的影響，因此兩者之間的兌換價值往往出現低昂

浮動的變化，官方要維持此一法定比價實屬相當困難。在清代文

獻記錄中，經常出現「錢貴」或「銀賤」，「錢賤」或「銀貴」的

名稱，即在於銀錢比價在浮動兌價關係上，當銀一兩兌錢低於錢

千文的水平，則被稱為「錢貴」或「銀賤」；相反，當銀一兩兌

錢高於錢千文的水平，則稱為「錢賤」或「銀貴」。 

清代乾隆年間，自清高宗即位之初，至乾隆三十年代中期，

曾經歷過一段錢價高昂的時期，本文稱之為「乾隆錢貴時期」。

在此錢貴時期中，由於官方制錢供應無法滿足市場貨幣交易需

求，因此導致民間私錢泛濫充斥的現象。本文試圖了解乾隆年間

錢貴時期私錢蔓延的背景，以及官方面對市場私錢猖獗的局面

下，究竟提出那些因應對策，最後透過當時官員查獲私錢犯罪奏

摺報告，深入分析私錢案犯的涉案動機與經過。從中了解政府與

                                                 
5 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財政類‧貨幣金融』(以下簡稱「貨幣金融」)，1227-024，

乾隆 3 年 2 月初 6 日，直隸按察使多綸奏摺。 
6 順治二年原定錢七文准銀一分，前代舊錢每十四文准一分。至順治四年改定，錢十文兌銀一分，

並成為清代官方銀錢法定比價準則。見《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31，戶部，錢法，頁 13b。 
7 Frank H.H.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21. 
8 《清朝文獻通考》，卷 16，錢幣四，考 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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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央與地方間在錢少而貴的局面下，究竟扮演著什麼角色。 

第一節  清代乾隆朝錢貴現象下的私錢問題  

關於乾隆年間錢價波動的研究，以往學者已有許多討論。小

竹文夫、佐佐木正哉、陳昭南、杜家驥等人根據《清實錄》、《清

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等官書史料，以及清人文集筆記，觀

察乾隆年間錢價變動趨勢。 

小竹文夫研究指出，清初順治至康熙末年，市場錢價大多處

於低迷情況，而康熙末至雍正初年始再度回升，雍正十年間雖曾

一度下跌，但雍正十二年後，錢貴局面日趨顯著，並延續至乾隆

三十年代。9佐佐木正哉則根據清人鄭光祖《一斑錄》、錢泳《履

園叢話》與汪輝祖《病榻夢痕錄》等筆記文集，觀察十八世紀錢

價由貴轉賤的時點要到乾隆四十年代。10陳昭南研究與佐佐木觀

察相近，認為從雍正到乾隆三十五年(1770)以前是「錢貴」階段，

三十五年前後錢貴趨緩，五十年以後「錢賤」情況明顯，大約以

四十年(1775)作為分界點，前階段為錢貴，後階段為錢賤時期。

11大陸學者杜家驥亦指出乾隆三十五年前後當為錢價由貴而平減

的轉折點，皆與佐佐木與陳昭南看法一致。12綜合上述研究顯示，

所謂乾隆錢貴時代，約當三十年代為乾隆朝錢價由貴轉賤的時

期。 

與上述論點提出差異較大的主張，大陸學者王光越則認為乾

隆十七年(1752)後即已出現錢價回跌的局面。但該文僅以乾隆十

                                                 
9 小竹文夫，〈清朝時代に於ける銀錢比價の變動に就いて〉，《支那研究》(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1930 年，東亞同文書院三十週年紀念號。 
10 佐佐木正哉，〈鴉片戰爭以前の通貨問題〉，《東方學》，第 8 號，1954 年，頁 3-8。 
11 陳昭南，《雍正乾隆年間的銀錢比價變動(1723-95)》(臺北，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年)，頁 35，又參見 Chen, Chau-nan, “Fluctuations of Bimetallic Exchange Rates in China, 
1700-1850──A Preliminary Survey,” Economic Paper (Taipei, Academia Sinica,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o.3, 1968, pp.1-31. 

12 杜家驥，〈清中期以前的鑄錢量問題──兼析所謂清代“錢荒＂現象〉，《史學集刊》，1999 年，

第 1 期，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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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年官方開始著手收買浙江流通日本寬永通寶為論據，其論點看

來過於武斷。13主要原因是當年朝廷下令收買寬永通寶的動機，

並非出於經濟因素而是政治考量。黑田明伸一篇討論乾隆初期錢

價昂貴的論著中，認為乾隆六、七年(1741-42)至十八年(1753)為

乾隆朝錢貴最深刻的時期。文中指出乾隆六、七年由於各省紛紛

開設鑄局，促使地方擴大對銅材需求進一步推升銅價，錢價伴隨

銅價上揚越趨昂貴，遂開啟乾隆錢貴的深刻時期。至十七年(1752)

當中央採納山東布政使李渭主張限制民間囤積錢文建議，使得大

量被富戶囤積的錢文釋出流入市場，錢價在數月間趨於平減，至

十八年漸見紓緩。 14雖然作者強調中國各省情況與華北情況不

同，但就全國而論，乾隆十八年是否即顯示整體錢貴現象已呈現

平減趨勢，文中卻未作進一步分析。然而，傅思漢(Hans Ulrich 

Vogel)的研究認為要到乾隆五十年(1785)以後才是乾隆朝由錢貴

轉向錢賤的觀點，其時間卻又相當晚。15 

事實上，乾隆年間錢價變動的整體發展，基本上是經歷過從

高昂至紓緩，再自紓緩至平賤的過程。筆者曾利用北京中國第一

歷史檔案館藏乾隆朝硃批奏摺、臺北故宮宮中檔奏摺與軍機處檔

奏摺錄副等史料，整理出乾隆年間各省錢價變動趨勢(見文後【附

表 1～3】)。透過附表數據變化顯示，乾隆三十年代前後，全國

銀錢比價從初年一兩兌錢 700-800 文，回跌至一兩兌錢 900 餘

文，從中反映全國錢價已擺脫乾隆初年深刻高昂，整體上錢價轉

趨紓緩的階段。而西南地區如滇、黔兩省，錢價早已超出一兩兌

錢千文以上水平。至於乾隆五十年代以後，承接三、四十年代後

錢價平減的發展趨勢，錢價下跌的情況愈益明顯。16 

                                                 
13 王光越，〈乾隆初年錢價增昂問題初探〉，《歷史檔案》，1984 年，第 2 期，頁 95-102。 
14 黑田明伸，〈乾隆の錢貴〉，《東洋史研究》，1987 年，第 45 卷，第 4 號，頁 699-700。 
15 Hans Ulrich Vogel, op.cit, p.6. 
16 鄭永昌，〈清代乾隆年間的私錢流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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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學者研究已經指出，清初錢價上升並非發端於乾隆年

間。自康熙五十年代以後，國內錢價上揚情況已漸見端倪，而雍

正時期錢價上漲現象更有進一步發展。17然而，陳昭南的研究即

指出，相對於乾隆朝錢貴程度而言，雍正年間並不那麼嚴重。18據

此，乾隆朝錢貴時期所引發的問題，將更值得深入探索的必要。 

在這段錢貴時期當中，一方面由於地方市場發展提升銅錢需

求，另方面是官錢供應不敷社會所需，因而造成貨幣供需失衡的

局面。當官錢無法滿足市場需求，民間私鑄銅錢、或銷燬制錢改

鑄私錢活動趁勢而起，結果私錢問題，遂成為錢貴時期下的產物。 

所謂私錢，主要相對於官鑄制錢而言，泛指任何非法鑄造或

流通的銅錢。漢代以前，雖然有關造幣權歸屬的問題已有討論，

但 政 府 仍 然 准 許 民 間 自 由 鑄 造 貨 幣 。 19 自 漢 武 帝 元 狩 五 年

(118B.C.)以後，造幣權開始收歸政府手中，民間自由鑄幣不僅被

撤銷，而且被視為非法。20然而，有官鑄必存在私鑄，兩者既共

生而卻又相互競爭。因此，處理私錢問題從來即深切困擾著中國

歷代政府，也是歷代政府無法根絕的難題。 

清代定制，官方所鑄「制錢」，只能由中央戶、工兩局以及

中央授權的地方省份所開設的錢局才能鑄錢，各省必須依循中央

核定的鑄錢章程，法定重量、銅鉛比例、紋飾字樣、以及輪廓形

式等規定進行鼓鑄，任何違制者皆視之為「私錢」。21據此，清代

                                                                                                                                            
第 25 期，1997 年 6 月，頁 252-256。 

17 佐伯富，〈清代雍正朝における通貨問題〉，收入氏著，《中國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

1961 年)，第 2 冊，頁 466-564。原文刊載於《東洋史研究》，第 18 號，第 3 期，1959 年。 
18 陳昭南，《雍正乾隆年間的銀錢比價變動(1723-95)》，頁 35-36。 
19 陳國棟，〈通貨利商──貨幣與信用〉，收入劉石吉編，《中國文化新論‧經濟篇──民生的開

拓》(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82 年)，頁 368-388。 
20 石毓苻，《中國貨幣金融史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年)，頁 6。 
21 「制錢」一詞產生於明代，所謂“制＂，蓋指朝廷的規定、規制。因此“制錢＂即指經由官

方鑄局按照朝廷規制所發行的銅錢。其中所謂朝廷，當然是指本朝而言，故《明史》云：「制

錢者，國朝錢也」。見張廷玉等撰，《明史》(臺北市，鼎文書局，1982 年)，卷 81，「食貨五」，

頁 196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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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的私錢，其種類將可以區分為以下三種：一、與官方造幣權

相牴觸者；二、與制錢法定重量相牴觸者；三、與清代年號相牴

觸者。第一類型主要來自民間非法盜鑄；第二種類除民間為攫取

蠅頭小利所私鑄的輕薄錢文外，尚包含官局匠役利用官爐進行私

鑄，文獻所稱「局私」即指此；第三類型私錢屬於非清代的年號

錢，包括唐宋元明歷代舊錢、南明或清初三藩所鑄行的偽號錢、

以及自國外流入的銅錢。 

在乾隆初期錢少而貴的壓力下，上述三類私錢日趨蔓延，擴

張，進而形成紛繁複雜的局面。乾隆三年(1738)，廣東道監察御

史鍾衡一份奏摺中述及地方私錢流通的狀況： 

京師之廣，五方之人之眾，仕宦商賈連騎出都門者，每日

何啻數千百輩，或帶制錢五百文，或一千，每日何啻數千

百串，且各省所用錢文，俱仰需於戶、工兩局，此京師錢

文之缺也。……如江西之南昌、九江、臨江、吉安等府，

俱用小錢，每串紋銀八錢六、七分不等；廣東之三水、清

遠、番禺、南海等縣，市行並非制錢，皆唐宋元明及無名

年號之錢，稱為古老錢，每串紋銀八錢五、六分不等；湖

廣行使錢文，則用康熙、雍正、乾隆大錢居中，兩頭用各

種雜色銅片，碎小輕薄之錢，攙雜成串，每百不滿四寸，

紋銀一兩易雜錢七百六、七十文不等。……今年巡漕，在

淮安三月，見錢價昂貴，每紋銀一兩易制錢七百七、八十

文，每錢一百攙入薄小錢一、二十文；近來浙閩二省錢文

不足，甚於往日，此外省錢文之缺也。其故皆由京師兩局

不能遍及各省，而各省又未開局鼓鑄，以致錢文日益缺少，

錢價日益昂貴。22 

                                                 
22 「貨幣金融」，1232-001，乾隆 4 年 10 月 16 日，廣東道監察御史鍾衡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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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錢少價昂所引發私錢充斥的現象，地方官員奏摺中經常透露

著深切的憂慮。然而，在制錢不敷市場需求的情況下，民間「私

的領域」意涵的私錢，正起而扮演著填補官方「公的領域」卻未

能充份發揮鼓鑄制錢以滿足社會流通手段的功能。 

乾隆初年，郭起元曾議請中央廣鑄錢文以紓民間錢貴之苦，

其中即提到錢少而貴造成民間不得不依賴私錢的情況： 

蚩蚩者氓，常咨嗟嘆息於制錢之少，姦人黠匠，私鑄鉛錫

錢，販與市儈，雜用罔利，制錢七八，雜以私錢二三，向

時猶撿擇相爭，今則竟自持去。可見官錢日少，民共諒其

不可多得也。23 

在這樣的情況下，部份官員力請中央對地方私錢採取嚴厲取締行

動，然而清高宗及其他官員則採取容忍的態度與立場。例如乾隆

元 年 (1736) 兩 廣 總 督 鄂 彌 達 (1685-1761) 、 廣 東 巡 撫 楊 永 斌

(1670-1740)合奏指出： 

制錢甚少，民間零星日用，勢所必需，不得不以廢錢是

用。……若遽行嚴禁，則從前小民貿易經營，積聚些須之

錢，原藉轉輸生活，必至費棄無用，而閭閻失業者更為不

少。是禁之本以便民，而適以累民矣！24 

乾隆六年(1741)，湖南巡撫許容(?-1751)同樣強調： 

湖南各屬民間現在行使錢文，因制錢缺乏，未能流通，以

致各處錢價昂貴。而長沙一帶，多使小錢更低惡易壞，禁

之則恐民間無錢可使。25 

時間稍晚來自江蘇巡撫陳弘謀(1696-1771)的奏摺也認為： 
                                                 
23 郭起元，「廣鑄錢」，收入《清經世文編》，卷 53，戶政二八，頁 1317。 
24 「貨幣金融」，1226-034，乾隆元年 3 月 28 日，兩廣總督鄂彌達，廣東巡撫楊永斌奏摺。 
25 「貨幣金融」，1231-028，乾隆 6 年 4 月初 4 日，署理湖南巡撫許容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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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商賈輻輳，用錢之繁，甲於東南各省。……現在錢價

未平，市間多將前代廢錢，及薄小私錢攙用行使。臣雖嚴

拿私鑄，而民間需錢既多，攙用舊存小錢，勢難禁止。26 

乾隆十七年(1752)，廣西巡撫定長(1705-1768)的看法，可以說是

當時地方官員主張私錢寬容立場的代表。摺中奏稱： 

私鑄錢文雖形質大遜於制錢，然民間尚可串和行使，制錢

不因之而較少，錢價不因之而較貴，尚非民間日用之害。27 

從以上地方官員對私錢採取寬容的態度，基本上認為官錢既已不

足，若嚴禁私錢，勢將加深市場貨幣不足的危機。在以民為本的

考量下，必須因時制宜，肯定私錢對地方經濟的正面角色。 

至於清高宗對地方私錢的態度，可以從他駁斥主張嚴禁私錢

的官員建議中反映出來。例如乾隆九年(1744)湖北巡撫晏斯盛(？

-1752)28、乾隆十四年(1749)浙江巡撫方觀承(1698-1768)29、乾隆

十七年(1752)河南巡撫陳弘謀30、乾隆十九年(1754)江西巡撫范時

綬(？-1782)等人奏請禁遏私錢31，均被高宗逐一加以申斥。 

以方觀承議請查禁浙江使用日本寬永通寶一事為例，清高宗

在其摺中批示： 

此在內地鼓鑄充裕，市價平減，自應嚴行查禁，以崇國體。

現在錢價昂貴，姑聽其攙和流通，則錢文益多，於民用似為

便易，亦屬權宜可行。方觀承之奏，所謂知其一不知其二。

32 

                                                 
26 「貨幣金融」，1256-033，乾隆 24 年 7 月初 7 日，江蘇巡撫陳弘謀奏摺。 
27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4 輯，頁 60-62，乾隆 17 年 10 月初 3 日，廣西巡撫定長奏摺。 
28 「貨幣金融」，1234-020，乾隆 9 年 5 月初 9 日，湖北巡撫晏斯盛奏摺。 
29 「貨幣金融」，1240-012，乾隆 14 年 7 月初 4 日，浙江巡撫方觀承奏摺。 
30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2 輯，頁 664，乾隆 17 年 4 月 13 日，河南巡撫陳弘謀奏摺。 
31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8 輯，頁 21-22，乾隆 19 年閏 4 月初 3 日，江西巡撫范時授奏摺。 
32 「貨幣金融」，1240-012，乾隆 14 年 7 月初 4 日，浙江巡撫方觀承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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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江西巡撫范時綬議禁私錢一摺，清高宗同樣嚴飭其非： 

可謂不治其本而治其末，所見非是。……官錢充裕，民間自

無需更用私錢，不然則私錢之禁愈嚴，錢價之增必且日增，

於調劑本意未見其有當也。33 

由此可見，在錢價高昂、官錢未裕之際，清高宗反對貿然採

取私錢嚴禁方案。相對於清初順、康年間官方積極取締私錢，乾

隆初年錢貴時期，私錢在民間市場廣泛被接納，扮演著紓緩錢貴

壓力“必要之惡＂的角色。清高宗的容忍態度，既屬權宜之舉，

亦是調劑之道，更是便民之策。 

另一方面，在市場制錢流通不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紛紛採

取限制省內官錢出境的禁令，其動機固然出自保護地域經濟，有

效控制地方制錢流通為目的。此政策隨著乾隆九年(1744)京師頒

行「錢法八條」後逐漸在許多省份擴大推行。34然而，相對於各

省官員遏阻制錢流出境外，民間私錢卻在省際之間流通展現其活

力。例如乾隆前期歷任江西、陜西、江蘇數省巡撫的陳弘謀，就

其閱歷所見而有如下的描述。乾隆七年(1742)江西巡撫任上奏稱： 

江西久未開鑄，官鑄大制錢到江者少，所用者皆別省不用

之廢錢。35 

而乾隆十九年(1754)陜西巡撫任上亦提到： 

鵝眼、砂板及剪邊，陜省向來原無。此等錢文，自錢價昂

                                                 
33 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寄信檔」，乾隆 19 年分，頁 39-40，乾隆 19 年閏 4 月初 3 日奉上諭。 
34 關於乾隆九年「錢法八條」各省限制官錢外流的討論，詳參黨武彥，〈乾隆九年京師錢法八條

の成立過程およびその結末──乾隆初年における政策決定過程の一側面──〉，《九州大學東

洋史論集》，1995 年，第 23 號，頁 62-64；Helen Dunstan, “Orders go Forth in the Morning and are 
changed by Nightfall: A Monetary Policy Cycle in Qing China, November 1744- June 1745,” 
T’oung Pao, 1996, Vol.82, pp105-112. 

35 「貨幣金融」，1232-024，乾隆 7 年 7 月初 1 日，江西巡撫陳弘謀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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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間有攙用，大概由外省夾帶入陜。36 

至於江蘇地區，陳弘謀同樣指稱： 

查蘇州商賈輻凑，使錢最廣。……不僅砂板、錘扁，尚有

鉛錢、鵝眼、最薄最小無字一種，每百文內攙至一、二十

文不等。……市用之私鑄小錢，不盡出於本境，從各省販

運而來者不少。37 

關於私錢流通過程，最初是各省城舖戶，經由日常零星兌換

與交易中獲得，或自城鄉之間走販商人手中換取，又或鄉村小民

乘夜挑販至城中舖戶內收存，最後經由舖戶轉售予外地客商或行

旅過客，透過水路蔓延外省。38四川總督開泰(？-1763)曾提到當

地私錢由外省流入的情況： 

近緣生聚日繁，滇黔江楚等處客商往來如織。若輩錙銖較

量，惟利是視，或攜錢營運，赴川購貨，或販貨他省，售

錢回川。其錢大率皆夾雜不齊，以致川省民間行使，如沙

板、錘邊等錢，破碎不完者，遂漸多攙混，各屬類然。39 

日本學者黑田明伸有關明清白銀與制錢兩種貨幣的研究中

指出，銀錢以其各異屬性，在市場體系中具有不同功能。制錢擔

當地域內通貨角色，白銀以其質輕值高，成為省際間商貿活動的

交易通貨。40然而，從上述私錢跨越省際流通情況觀之，顯示私

錢相對官錢侷限於地域之內流轉，其超越地域界限更形活絡。反

映傳統中國貨幣經濟上，民間「私的領域」之私錢，相對於國家

                                                 
36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9 輯，頁 648-650，乾隆 19 年 9 月 28 日，陜西巡撫陳弘謀奏摺。 
37 「貨幣金融」，1260-029，乾隆 26 年 4 月 28 日，江蘇巡撫陳弘謀奏摺。 
38 關於乾隆年間私錢流通水路網絡路線的討論，參鄭永昌，〈清代乾隆年間的私錢流通與官方因

應政策之分析〉，頁 14-16。 
39 「貨幣金融」，1261-031，乾隆 26 年 8 月 29 日，四川總督開泰奏摺。 
40 參黑田明伸，〈清代銀錢二貨制の構造とその崩壞〉，《社會經濟史學》，1991 年，第 57 卷，第

2 號，頁 97-98。其後收錄於黑田明伸，《中華帝國の構造と世界經濟》(名古屋，名古屋大學

出版社，1994 年)，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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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領域」之制錢，展現穿透行政疆界的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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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回顧與研究動機 

筆者涉及乾隆年間私錢此一課題，一方面奠基於多年來前輩

學者對明清貨幣史研究的努力，另方面則是伴隨著近年來官方檔

案與文集史料的公開與出版。 

以往關於清代私錢問題的敘述，大多僅是貨幣通論著作中的

一小部份。例如彭信威《中國貨幣史》41、楊端六《清代貨幣金

融史略》42、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等著作 43，雖然提供我們

在某程度上勾勒出清代私錢流通的輪廓，但對於深入探析私錢發

展與錢價波動的關係，政府取締私錢態度的變化，以及政府在處

理私錢問題上中央與地方官員間的不同立場等課題，卻未見具體

討論。 

日本學者穗積文雄所撰〈私幣考〉一文，是目前所見討論中

國私錢問題最早著作。文中分析中國歷代私錢流通概況、私錢猖

獗原因與影響、以及歷代政府處理私錢的對策。其中包括：加強

刑罰阻嚇作用、提升官錢品質、實行收買改鑄方案。該文提到部

份朝代政府為了減輕鑄錢的財政負擔，或考量官錢不敷市場需求

的狀況下，會相應地對私鑄採取容忍的態度與立場。44穗積文雄

所列舉歷代政府對私錢所採取的方案與政策，提供我們審視乾隆

時期處理私錢是否提出與以往不同的新對策。 

至於陳昭南討論乾隆年間錢價變動的專書中，分析乾隆晚期

錢價下跌原因，認為一方面由於制錢總供給量增加，另方面是由

於私錢充斥所致。該書並未對乾隆前期錢價高昂中私錢流通的原

因提出具體描述，而後期私錢之所以日盛，甚至流佈各省，除了

                                                 
41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年，第三刷)，頁 821。 
42 楊端六，《清代貨幣金融史稿》(北京市，三聯書店，1962 年)，頁 53-59。 
43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84 年)，頁 314。 
44 穗積文雄，〈私幣考〉，收入氏著，《支那貨幣考》，1944 年，頁 8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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吏治廢弛，官員帶頭盜鑄因素外，也由於銅供應豐裕，市場銅價

下跌引起私鑄活動的頻繁。作者強調當時私鑄最嚴重的四川、雲

貴地區，正是銅材供給最為豐富的地區。45 

然而，黑田明伸卻提出與陳昭南不同觀點。據指出，一般認

為錢貴由於銅供不足，但乾隆後朝滇銅生產困難，卻是錢價由貴

轉賤的時期。46黑田認為，乾隆中期以後，滇銅生產雖維持額定

產量，但大多屬於劣質低銅，隨著礦坑日深與廠址日遠，造成生

產與運輸成本上升壓力。在官方給價過低以致無法抵償商民成本

負擔的情況下，私銅盜賣嚴重，並流為民間私鑄根源；另一方面，

成色低劣的銅斤又促使官局鼓鑄成本增加，為了維持營運經費與

鑄息收入，遂發生偷減銅斤，官鑄私錢的「局私」問題。黑田進

一步強調，銅產效率的惡化與鑄務行政的舞弊，形成民私與局私

相因相乘，官私小錢蔓延流佈，才是導致乾隆晚期錢價下跌的原

因。47 

上述研究主要討論乾隆晚期私錢充斥的背景，及其對錢價下

跌所造成的影響。而戴建兵〈清代私鑄小議〉一文，則試圖綜論

清代私鑄活動無法禁遏的原因。文中指出，清代政府對查緝私

鑄、取締私銷、以及禁止行使私錢所制定的各式法令，堪稱繁雜

嚴厲，但終究未能發揮阻嚇效果。其原因一方面由於貨幣制度本

身的缺失，政府既無法對白銀與銅錢兩種幣材供應維持絕對的掌

控能力，而此兩種貨幣價值又經常受到市場供需變化的影響而浮

動不定，因而提供私鑄或私銷活動有機可趁的空間。另外，傳統

中國鑄錢技術簡單，官錢成色日趨下降，鑄局管理鬆弛與爐匠偷

工減料等因素，皆使得官方取締私鑄活動難有成效。48 

                                                 
45 陳昭南，《雍正乾隆年間的銀錢比價變動(1723-95)》，頁 48-51。 
46 黑田明伸，〈乾隆の錢貴〉，頁 59。 
47 同前註，頁 75-78。 
48 戴建兵，〈清代私鑄小議〉，《中國錢幣》，1998 年，第 3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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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許多學者的相關論著中，大多認為清代政府對處

理私錢問題向來束手無策。例如葉世昌以乾隆中、晚期私錢流通

為例，認為乾隆後期無法有效遏止私錢的蔓延，應歸因於吏治敗

壞以及地方官員因循塞責的態度。即使清高宗在查禁小錢聲勢甚

大，但最終效果甚微。49至於王業鍵、Frank H.H King、鄧亦兵等

人則從政府與市場關係出發，認為清代官方實施的貨幣政策，不

僅無法解決民間私鑄或私錢流通所引發的種種問題，而私錢問題

的惡化，卻反過來減弱政府對市場貨幣流通的調控能力。從中反

映當官方貨幣政策不能因應市場變化並提出具體方案之際，民間

經濟力量將起而扮演主導角色，最後將使得政府意欲推行的貨幣

政策更感力不從心。50 

晚近學者曾試圖進一步從查緝禁令與溫和收買兩種方式，深

入檢視清代政府對私錢處置的成效。 

沈宏裕一篇有關清律私鑄銅錢罪的研究，提供我們了解清代

律例中對私鑄私銷罪犯懲罰條文的變化。文中認為，清律有關私

鑄犯的刑罰主要沿襲明律而來，至於對犯罪主體、客體以及犯罪

行為的界定，亦多依明律而未見多大變更。然而，有限不變的律

文 ， 實 際 上 無 法 適 應 日 益 繁 雜 的 社 會 關 係 ， 因 而 相 對 靈 活 的

“例＂於焉產生。在清律對私鑄刑法本律以外，例的增修與更定

情況相當頻繁，其中尤以乾隆朝最顯著，如對犯罪客體(即指“錢

文＂ )條例內容的增修者有私鑄砂殼無字小錢禁例、私鑄鉛錢

例，更定者如增定私鑄鉛錢例、更定私鑄私銷例、更定制錢剪邊

禁例、更定私銷大小制錢禁例等。由於這些條例是因應當時社會

經濟發展所訂定，因而更能反映出清代政府貨幣政策對私錢處理

                                                 
49 葉世昌，〈清乾隆時的私錢和禁私錢政策〉，《中國錢幣》，1998 年，第 3 期，頁 3-5。 
50 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行的演進》(臺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1 年)，第 1 章，

頁 5-36；Frank H.H.King, 前引書，頁 121;134-140；鄧亦兵，〈清代前期政府的貨幣政策──

以京師為中心〉，《北京社會科學》，2001 年，第 2 期，頁 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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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態度。51沈的研究提供我們思考乾隆年間條例的產生，與

政府面對市場流通各式私錢的處理狀況，尤其在錢少錢貴的局面

下，官方條例的增修與更定究竟如何因應當時貨幣情勢變動而作

出調整，值得進一步探討。 

李強〈清乾隆年間制錢的流通與政府應對〉一文，利用北京

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藏乾隆硃批奏摺，對乾隆年間流通各式私錢

與政府提出整頓方案作出微觀的討論。包括古錢、偽錢、外國錢、

私鑄錢以及剪邊錢等，乾隆時期皆分別訂定禁令法規作出處置對

策。52惟該文未將官方所採行的對策與當時社會經濟背景作深入

聯繫，亦未考慮中央與地方官僚間在處理私錢態度上是否相互一

致等問題，實為美中不足之處。 

相對於禁令只能發揮一時性的威嚇效果，乾隆年間對市場私

錢採取溫和的收買政策才是官方著力重點，其推行成效、執行決

心、實施規模，都是歷代政府無法比擬。 

有關乾隆年間收買私錢政策的討論，大陸學者王光越〈試析

乾隆時期的私鑄〉一文，同樣利用北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館藏

硃批奏摺史料，對乾隆朝先後兩次大規模所進行的收買私錢行動

進行分析。研究指出，兩次收繳小錢總額，幾及乾隆朝三年全國

制錢鼓鑄總數。清政府為遏止私鑄之風，除前述一再修正刑罰的

威嚇效果外，對於各省爐匠的管理與監督、省際交界人跡罕至之

處的巡察也相應加強。文中最後指出，各種政策措施並未越出歷

代既有成規，大多徒屬補偏救弊方案，惟就乾隆朝積極且持續的

收繳政策而言，對控制私錢的猖獗與發展，仍不能低估其正面意

義。53 

                                                 
51 沈宏裕，〈清律中的私鑄銅錢罪〉，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 年 6 月。 
52 李強，〈清乾隆年間制錢的流通與政府對策〉，《學術探索》，2004 年，第 5 期，頁 100-104。 
53 王光越，〈試析乾隆時期的私鑄〉，《歷史檔案》，1988 年，第 1 期，頁 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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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筆者曾利用上述北京一史館藏硃批奏摺檔案外，並結

合臺北故宮所藏宮中檔奏摺，軍機處檔以及上諭檔等官方文書，

細步分析乾隆朝私錢收買政策推行之過程。文中透過乾隆朝錢價

波動趨勢進行觀察，發現清政府採取收買私錢政策，實與當時市

場錢價由昂貴轉向平減趨勢的發展具有密切關聯性。文中將乾隆

朝收買私錢行動分為三大階段：乾隆十七年(1752)清廷已針對閩

浙地區流通的東洋寬永錢文，以及二十二年(1757)對兩廣地區偽

號錢文進行查禁收買為第一階段，惟當時市場錢價高昂，因此採

用的方法僅是定點定時的局部對策；乾隆三十年代為第二階段，

隨著市場錢價日趨平減，官方考慮查禁私錢將不致引發市場混亂

與錢價波動，遂開始擴大實施收買小錢規模。從檔案史料顯示，

收買政策施行地區主要集中於兩廣、兩江、以及閩浙等華南與東

南經濟發達地區；乾隆五十年代另一波的收買私錢行動為第三階

段，從各省奏報收繳數量顯示政策推行遠超出三十年代的範圍，

但仍可反映出後期對西南地區之川、滇、黔以及華中湖北等地成

為朝廷整飭私錢的重心。54事實上，乾隆朝透過前後三次的收繳

私錢行動，在遏止私錢泛濫，緩和私錢流通對市場經濟帶來的衝

擊，必須肯定其發揮的成效。而清廷從錢貴時期對私錢採取容忍

態度，到錢價平減後改行溫和的收買政策，同時根據各地域私錢

流通嚴重程度採行因時因地的對應措施，由此看出乾隆年間政府

整飭私錢的行動，實與市場經濟起伏息息相關，體現出政府貨幣

政策審時度勢、因時制宜的特點。 

至於日本學者黨武彥有關乾隆朝私錢問題的研究，不同於前

述王光越與筆者從貨幣史角度出發，其嘗試運用政治史的視角另

闢蹊徑，藉由探索乾隆中、晚期政府處理小錢問題對策，分析清

                                                 
54 鄭永昌，〈清代乾隆年間的私錢流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第 25 期，1997 年 6 月，頁 23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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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政策實施背後的政治意圖。黨武彥認為，私錢存在於任何時

代，並在社會經濟活動上具有一定位置，因此上位者的態度總會

因應環境而提出不同對策。乾隆初年制錢不足而錢貴，對小錢流

通視為一種必要之惡而給予容忍的態度。但中期以後清高宗開始

著手整頓小錢的考量，作者不僅將此一行動視作貨幣政策的一

環，其動機更是為了打擊東南地方不法投機份子，並藉由整頓小

錢行動試圖重振地方吏治沉痾敗壞的風氣。這是貨幣政策以外，

為求鞏固國家統治，整飭官僚體制上更寬廣的政治考量。同樣，

乾隆晚期整治長江中、上游各省流通小錢為重點，該地區與當時

白蓮教動亂地點有其一致性，反映出清高宗對私錢問題上，隱含

著對政權不穩定性以及乾隆晚年對統治體制動搖的危機感。55黨

武彥透過乾隆年間小錢流通的研究，開啟另一條思考乾隆朝貨幣

政策以外的其他面相，文中將國家統治政策與貨幣政策緊密聯

繫，提供筆者在討論十八世紀貨幣史以外，朝向更多面性的思索

框架。 

綜觀以往有關乾隆朝私錢問題的論著成果，隨著近年官方檔

案文書的陸續公開與出版，不僅成為研究此一課題上被廣泛徵引

與參考的主要趨勢，也促使學者在此一研究領域上往更深更廣的

視角上拓展。然而，相對於清代貨幣史各個範疇已有豐富成果問

世，討論私錢問題的文章卻不多見。而僅就目前涉及乾隆年間私

錢問題已有的論著而言，大多亦詳於晚期而對初期的分析則相當

零散簡略。乾隆後期私錢泛濫程度固然廣受貨幣經濟史學者的觸

目，但前期嚴重的情況，卻未見學者提出而深入探析。 

 

 

                                                 
55 黨武彥，〈乾隆末年における小錢問題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論集》，第 31 號，2003 年，

頁 10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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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乾隆年間私錢犯罪案件分類表 

單位：起 

 乾隆 1-10 年 11-20 年 21-30 年 31-40 年 41-50 年 51-60 年 總計 

私鑄銅錢 2 10 19 78 13 21 150 

剪邊私銷 2 20  16   38 

私鑄鉛錢 9 5  1 1  16 

私販銅錢 1 2 2 3  13 21 

私鑄未成 1  2 1   4 

私藏小錢      3 3 

總 計 22 37 23 99 14 37 232 

資料來源：據文後【附表 6】乾隆年間私鑄、私銷與私販案件表整理而成 

從上列【圖 1】乾隆年間查獲私錢案件數量圖，以及【表 1】

乾隆年間私錢案件犯罪分類表可知，乾隆四十年代以前在私錢犯

罪破獲案件數量不僅不比後期少，甚至在犯罪類型也相較後期顯

得多樣化。相對後期罪犯涉案主要集中於私鑄銅錢或私販銅錢為

大宗，前期尚出現剪邊私銷或私鑄、私鑄鉛錢。由此可見以往學

者相對忽略乾隆前期的私錢問題，其所展現的多樣面貌遠甚於後

期。 

其次，比較前後期私錢流通的品質同樣也顯示前期私錢的嚴

重性。透過許多地方督撫描述當地私錢流通狀況的奏摺，大致勾

勒出前後期市場流通私錢品質的差異。 

【圖1】乾 隆 年 間 查 獲 私 錢 案 件 數 量 圖

21

33

22

93

14

35

0

20

40

60

80

100

乾隆元-10年 11-20年 21-30年 31-40年 41-50年 51-60年

年  份

件  數



 19

江西，據雍正五年(1727)江西巡撫布蘭泰(？-1752)奏稱該省

所用錢文俱輕薄低小，每串重不過四斤。56到乾隆六年(1741)巡

撫包括(？-1744)已提到江西當地所用小錢每串重不過三斤。57而

乾隆十九年(1754)江西巡撫范時綬描述當地小錢，每串重者三斤

有餘，但輕者尚不到二斤。58按清代乾隆年間制錢每文重一錢二

分，每串千文，法定重量該七斤八兩。從地方官員奏報江西小錢

情況而言，每串尚不到官方制錢法定重量一半，可見該省小錢品

質低劣的程度。 

湖廣地區，據湖廣鎮筸鎮總兵官譚行義(？-1753)於雍正十二

年(1734)給假回籍，路過荊州、宜昌二府，見該兩地所用所用小

錢，百文僅長二寸五、六分。59而乾隆四年(1739)廣東道監察御

史鍾衡在赴外省典試路經湖北，亦提到當地所用錢文，官錢中混

攙雜色銅片，皆碎小輕薄，每百不滿四寸。60但至乾隆晚期，據

湖北巡撫惠齡(？-1804)，湖廣總督畢沅(1730-1797)先後具奏指出

當地所用體質輕薄小錢，每串竟有六斤以上，而破爛小錢，民間

交易甚至挑剔揀擇，不肯行使。61至於湖南省目前雖未見有關乾

隆 初 年 小 錢 形 質 方 面 的 報 告 ， 但 乾 隆 末 年 來 自 湖 南 巡 撫 姜 晟

(1730-1810)奏摺提到該省小錢與湖北相仿，輕質小錢已不多見，

惟每串六、七斤者小錢尚在流通。62乾隆末年被清高宗視為小錢

總匯的湖廣地區63，從後期地方督撫描述當時市場流通小錢，相

較於乾隆前期輕薄低小程度不啻大異於前。 

                                                 
56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9 輯，頁 143-144，雍正 5 年 10 月 18 日，江西巡撫布蘭泰奏至摺。 
57 「貨幣金融」，1232-009，乾隆 6 年 9 月 12 日，署理江西巡撫包括奏摺。 
58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8 輯，頁 401，乾隆 19 年閏 4 月 29 日，江西巡撫范時綬奏摺。 
59 「貨幣金融」，1229-002，乾隆 3 年 10 月 18 日，湖廣鎮筸鎮總兵官譚行義奏摺。 
60 「貨幣金融」，1232-001，乾隆 4 年 10 月 16 日，廣東道監察御史鍾衡奏摺。 
61 「貨幣金融」，1326-022，乾隆 55 年 4 月 18 日，湖北巡撫惠齡奏摺。；1340-011，乾隆 58 年

7 月 20 日，湖廣總督畢沅奏摺。 
62 「貨幣金融」，1344-015，乾隆 59 年 7 月 24 日，湖南巡撫姜晟奏摺。 
63 《乾隆朝上諭檔》，第 17 冊，頁 382，乾隆 58 年 5 月初 2 日，奉上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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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東 南 沿 海 及 華 南 廣 東 諸 省 ， 例 如 安 徽 巡 撫 衛 哲 治

(1702-1756)奏稱當地行用剪邊錢，並無輪廓，每串不到三斤。64而

乾隆二十年代中期江蘇省行使的沙板與各式小錢，每串重不過三

斤餘。 65到三十年代官方下令查禁收買之際，據兩江總督高晉

(1707-1778)仍奏稱江蘇當地市場小錢最重者每串不過三斤，輕者

二斤以上。66浙江情況與江蘇相近，據浙江巡撫覺羅永德(？-1784)

奏稱收買當地小錢，經查驗小錢每串約重二斤三、四兩。67廣東

方面來自兩廣總督李侍堯(？-1788)曾稱當地小錢鉛多銅少，每串

約重三斤上下。68 

相對於上述東南與華南廣東諸省流通小錢的輕薄，乾隆晚期

向稱私鑄淵藪的雲南地區，透過歷任巡撫或總督奏報當地所用小

錢，顯然俱遠勝於上引前期的東南與華南省份。如乾隆五十五年

(1790)雲貴總督富綱 (？ -1800)，雲貴巡撫譚尚忠 (1724-1797)合

奏，提到當地行使小錢，每串大約自四、五斤至五、六斤不等，

字跡清楚，輪廓完整。69而稍晚雲貴總督福康安(？-1796)在查緝

私錢，並將雲貴兩省小錢進呈御覽，計重每串亦六斤有零。至於

乾隆晚期雲貴邊界老鴉窩地方破獲著名的私鑄集團，所鑄小錢秤

重亦約有六斤有餘。70 

透過上述乾隆朝前後期地方官員對市場流通小錢描述的變

化，可以具體了解到乾隆朝錢貴時期小錢問題的嚴重程度。其形

式之複雜，錢質之低惡，皆遠甚於晚期錢價轉賤的時期。當以往

學者將研究焦點大多投注在乾隆晚期私錢的討論時，本文試圖轉

                                                 
64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7 輯，頁 369-370，乾隆 19 年正月初 10 日，安徽巡撫衛哲治奏摺。 
65 「貨幣金融」，1260-037，乾隆 26 年 5 月 21 日，蘇州布政使安寧奏摺。 
66 「貨幣金融」，1272-021，乾隆 34 年 9 月 22 日，兩江總督兼管江蘇巡撫高晉奏摺。 
67 「貨幣金融」，1271-027，乾隆 34 年 7 月初 6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68 「軍機處檔奏摺錄副」，010788 號，乾隆 34 年 9 月 11 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奏摺錄副。 
69 「貨幣金融」，1326-024，乾隆 55 年 4 月 20 日，雲貴總督富綱、雲南巡撫譚尚忠奏摺。 
70 「貨幣金融」，1346-022，乾隆 59 年 11 月 27 日，雲貴總督福康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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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對前期錢價高昂時代下私錢流通問題的探索。 

足立啟二與林滿紅兩位教授，曾先後撰文討論十八世紀地方

經濟發展與乾隆朝錢流通擴張以致錢價趨昂的關係。足立認為，

歷經康、雍年間官方持續發行品質優良的制錢，逐漸確立人民使

用制錢的信心與意願；與此同時，伴隨著著康熙和平時代的來

臨，地方農村市場的成長，遂擴大對流通簡便，以個數計算銅錢

的需求，因而帶來錢貴的局面。71林滿紅的研究則從人口成長、

經濟景氣變動與銀錢貨幣供需變化等進行結構性的分析，從中論

證乾隆時期銀錢比價波動的關連性。林文在一篇解析清人汪輝祖

一段糧價記述文章中，以乾隆四十年(1775)為界，前期人口快速

成長，帶動市場對貨幣需求的擴張，惟此時外國白銀供應不足，

相對官方鑄錢卻有所增。貴金屬白銀供應不足抑制長程貿易的成

長，但賤金屬制錢供應的增加，卻帶動地方市場發展進而促使對

低價貨幣銅錢的需求，因而形成錢價轉昂的趨勢。作者引述王宏

斌著《晚清貨幣比價研究》一書中的馬克思論點，指出整體商業

規模縮小，地方市場零售業對低價貨幣需求反而增加，因此帶動

低價貨幣價格上揚。72衡諸前文提及乾隆朝前期錢少而貴造成地

方私錢充斥，錢品濫惡的情況，並經由足立啟二與林滿紅兩人對

當時市場經濟宏觀性分析，從中反映乾隆前期不僅對賤金屬「低

價」貨幣需求增加，甚至對「低質」貨幣的使用也日趨普遍。據

此，乾隆朝錢貴時期地方市場低質私錢的流通問題，以及政府對

此一現象所提出的肆應對策，將是頗有興味的課題。 

此外，銅供的變化也提供本文思考乾隆朝錢貴時期地方私錢

                                                 
71 足立啟二，〈專制國家における財政〉，頁 140；〈明清時代における錢經濟の發展〉，頁 404-406。

兩文均收錄於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專制國家と社會統合》(東京，文理閣，1990 年)。 
72 詳參林滿紅，〈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清人汪輝組一段乾隆糧價記述之解析〉，收入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 年)，頁 291-325；〈與岸本教授論清乾隆年間的經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97 年，第 28 期，頁 235-252。 



 22

【圖2】乾隆年間滇銅產量與洋銅輸入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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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的另一面向。清代政府鑄錢所需的銅材，主要仰賴雲南滇銅

與從日本進口洋銅。就滇銅生產方面而言，【圖 2】根據劉序楓

對乾隆朝雲南銅產量重建數據整理而成。73觀察圖中滇銅產量趨

勢變化，可見乾隆四十年代以前滇銅產量波動幅度相當大，從六

百餘萬斤至一千三百萬餘斤之間，其中乾隆二十年以前，大部份

時間在一千一百萬斤以下。直到乾隆四十年代後，才穩定維持在

一千一百萬餘斤。據統計，乾隆三年(1738)後北京鑄局所需銅材

轉向專由滇銅供給，額定歲辦運京銅六百三十三萬餘斤，加上滇

省本身各鑄局用銅二百餘萬斤，以及乾隆五年(1740)後其他各省

陸續設局，每歲採買滇銅約二百餘萬斤。因此，滇省每年至少生

產一千萬斤以上，才能滿足中央與地方鼓鑄需求。74由此可知，

在乾隆二十年以前所處錢價高昂局面裡，滇銅生產大部份既無法

滿足官方鑄局所需銅材，更遑論釋出餘額提供民間銅工業之用。 

 

 

 

 

 

 

 

 

 

 

                                                 
73 劉序楓，〈清康熙～乾隆年間洋銅的進口與流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

集》(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年)，第 7 輯，上冊，頁 105-106。 
74 劉序楓，前引文，頁 104；陳慈玉，〈十八世紀中國雲南的銅生產〉，收入楊聯陞等編，《陶希

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論文集》(臺北，食貨出版社，1987 年)，頁 29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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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日本洋銅方面，同樣根據劉序楓的研究指出，從康熙二

十三年(1684)開放海禁以後，從日本輸出洋銅年均有三、四百萬

斤，到康熙三十五年(1696)至四十九年(1710)間，每年輸入量更

高達四百萬至七百萬斤。但至康熙五十四年(1715)日本政府發佈

「正德新例」後限制國內銅輸出數量為三百萬斤，其後又在乾隆

七年(1742)進一步向下修正為一五○萬斤。雖然劉序楓認為實際

輸出數將多於限銅數，約在一五○至二百萬斤之間，平均為一八

○萬斤左右，但隨著各省紛紛開局鑄錢增加洋銅需求，勢將加深

東南沿海銅材市場的供需壓力。75  

從上述洋、滇銅供應情況觀之，乾隆二十年以前雲南銅產即

使盡充官方鼓鑄尚且不足，而洋銅輸入量雖有起伏，但持續減少

趨勢卻是不爭事實，其結果不僅造成乾隆前期全國銅價高昂，市

場銅材流通量不足，也相應地限制官方為紓緩錢貴壓力擴大鑄錢

的成效。此情況遂給予私銷與私鑄發展的空間，不論私銷制錢鎔

作銅器，抑或燬官錢以充私鑄，皆進一步惡化錢少而貴的危機；

另方面，在銅材市場匱乏的客觀環境下，充作私鑄的銅材除舊銅

廢器外，或將制錢輪廓剪下取得碎銅，結果官錢因剪邊而破爛，

新鑄私錢卻品質粗劣，甚至輕薄易碎。乾隆朝錢貴時代私錢流通

問題，不僅因錢少而情況惡化，亦因銅缺而品質惡劣。 

進入乾隆二十年代(1756-1765)以後，不僅由於雲南銅產量轉

趨旺盛，與此同時四川與湖南兩省據報銅產量也日漸增加。76一

方面解決銅材市場的供需壓力，另方面官局鼓鑄亦獲得穩定的幣

材來源。乾隆二十年代官錢鑄造量得到空前的擴張，平均年鑄量

                                                 
75 劉序楓，前引文，頁 111-112。文中指出乾隆年間依賴洋銅鑄局除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

沿海省份外，尚有江西、湖北、直隸、山西與陜西等地。同引文，頁 109。 
76 四川銅產增加的奏報見《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1 輯，頁 857，乾隆 20 年 6 月 27 日，四川

總督黃廷桂奏摺；湖南情況見《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5 輯，頁 799-800，乾隆 21 年 10 月

20 日，湖南巡撫陳弘謀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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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三百六十餘萬串的水平，因此奠定三十年代初全國錢價得以

由初年的深刻高昂，轉向紓緩平減的局面。 

乾隆三十年代 (1766-1775)開始，官方積極查禁收買地方私

錢，一改以往寬容的立場。雖然雲南銅在三十年代中期產量曾一

度下滑，但官方將收買所得的私錢鎔鑄彌補地方鼓鑄之用。從乾

隆朝錢貴時期對私錢由寬轉嚴的過程中，私錢始而充當地方市場

交易的媒介，繼而成為地方鑄局的銅材，其角色轉換，不僅體現

著乾隆朝擺脫錢貴時代的陰霾，也反映出錢貴時期私錢被視為必

要之惡時代的結束。當以往研究中被忽略的錢貴時期私錢流通問

題，其發展背景，政府肆應的對策，以及私錢犯罪案件的分析，

將是本論文試圖納入探析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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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資料 

本文除緒論、結論兩部份外，正文共分四章。一、首先將分

析明代至清初雍正年間國家鑄錢政策與私錢流通的關係，藉以了

解乾隆朝以前各朝政府處理地方私錢的態度與成效；二、其次進

一步深入探討乾隆朝錢貴時期私錢流通的背景；三、再論乾隆朝

政府在錢貴時期，如何處理私錢問題，並採取何種對策，進而深

入了解官方隨著錢價由昂貴轉趨紓緩情況，對私錢不同的處置方

針；四、最後將以乾隆年間破獲私錢案件為例，了解私錢案件的

地理分佈、時間變化、罪犯涉案動機、社會階層屬性，以及如何

規避官方查禁手段等問題。 

第二章擬分四節，主要討論明初至清代雍正年間官方實施鑄

錢過程上所涉及處理私錢流通的對策。第一節討論明初洪武朝政

府推行錢法所引發地方私錢的蔓延，最後迫使太祖改錢用鈔政策

的關係；第二節探討十五世紀明英宗即位解除明初禁錢令後，如

何掀起明中葉地方私錢問題，以及政府的處理對策；第三節分析

萬曆中期至清初順、康年間明清政權轉移下，兩代政府在戰局交

困衝擊過程中，政府廣求鑄息以補國用的鑄錢政策，如何導致市

場錢價大跌，私錢泛濫現象，而清初政府在延續晚明私錢充斥，

戰爭未息、以及貨幣體制瓦解等問題上，如何重建國家貨幣體

制；第四節主要以康熙中期至雍正年間為分析重點，觀察清廷統

一全國後，隨著政局穩定、商貿活動復甦帶動市場對錢文需求，

國內錢價攀升，卻由於官錢供應不敷市場需求，因而出現入清以

來因錢價轉昂所導致另一波的私錢問題。當時政府究竟採取什麼

對策，而此對策又將如何影響清高宗即位後處理私錢的態度，將

是本章探討的方向。 

第三章主要討論乾隆朝錢貴時期私錢流通的背景。本章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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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份，首先分析乾隆初年隨著國內錢流通地理區域的擴張，以

及人民日常零星買賣到不動產土地交易，俱轉向以錢文的現象

下，當官錢供應不足而給予私錢發展的情形。本節透過奏摺文書

史料，了解地方官員對制錢不足與私錢擴張的觀察，具體勾勒出

乾隆朝錢貴時期私錢蔓延的嚴重性；第二節將探討乾隆朝錢貴時

期，由於官方放寬清初歷朝所鑄舊小制錢行使禁令，藉以彌補大

制錢供應不足的背景下，這些大小不一，輕重不等的舊小制錢，

因其品樣複雜成為誘發私錢攙和充斥的情況；最後分析地方鑄局

管理漏洞與舞弊，爐匠以合法掩護非法進行私鑄的情況，如何進

一步加深私錢猖獗的背景。 

第四章以分析官方貨幣政策為重心，試圖了解錢貴時代乾隆

朝中央與地方官員提出那些因應對策，從中探索中央與地方，君

主與不同官僚之間對私錢的態度與立場。第一節討論乾隆初年地

方官員議請開廣開鑄局，廣鑄制錢，以遏止地方私錢擴張的種種

建議與採行過程；第二節透過清高宗與各省督撫奏摺文書往返討

論，了解君臣間對私錢採取嚴禁或弛禁的不同態度；第三節圍繞

著當時地方官員奏請更定錢式，以因應奸民私鑄與私銷活動的建

議，如何反映中央至地方對制錢體制的不同看法，文中並進一步

對提議更定錢制官員出身背景、籍屬、官職、種族等背景，彼此

之間是否存在相互關聯性因素；第四節從法律禁令的增修與改

定，分析乾隆初期官方對私鑄、私銷與私販各類犯罪行為所訂定

的罰則，藉此檢視乾隆初年面對市場各式私錢流通，如何逐一納

入規範與查緝的過程；第五節以乾隆二、三十年代官方採取收買

私錢政策的展開，剖析乾隆初年從對私錢容忍態度，至二十年代

後隨著市場錢價漸趨平穩，市場流通制錢漸次增加為背景，官方

開始著手整頓地方私錢的過程，並從中檢討其成效；最後一節討

論乾隆朝對地方鑄局鑄務整頓的問題，藉此了解乾隆初、中期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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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對地方官局管理的方針，以及相關官員所提出的具體建議。 

第五章根據清代乾隆年間檔案史料所蒐集到有關私鑄案件

約二百餘起，經由量化統計與供詞分析，試圖了解乾隆朝錢貴時

期私錢犯罪的地理分佈特色，各案私錢類型、罪犯犯案動機、職

業以及社會階層屬性等問題。本章計分四部份，第一節透過檔案

史料將有關記錄加以量化統計，從中分析乾隆年間私錢流通的地

域變化、案件類型等問題，以了解乾隆朝錢貴時代私錢流通多樣

複雜的面相；第二節主要探討私錢案犯的涉案動機；第三節將進

一步討論涉案犯人的職業、社會階層，俾能深入了解私錢犯罪的

社會特質；第四節將深入探索私錢罪犯在面對官方加強刑罰威嚇

作用與實施收買政策下，他們在犯案過程中究竟是如何去規避法

律制裁，圖謀減輕涉案刑責，並巧妙利用地方官員處事持本位心

態、各自為政的缺失，藉以從事跨省穿縣的走私興販小錢活動。 

關於參考資料方面，本論文主要以清代檔案史料為基礎，結

合官方文獻，文集、筆記、方志，以及晚近學者重要研究成果。 

隨著近年來清代官方檔案文書的出版，不僅提供國內外清史

學者披閱之便，更重要是豐富史料層面，有助於深化專題研究的

進行。本論文在此基礎下，得以廣泛披閱清代官方檔案中有關貨

幣方面史料的記錄。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較早出版之歷朝《宮中

檔奏摺》，該院所藏『軍機處檔奏摺錄副』、『刑科史書』，北京第

一歷史檔案館出版《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晚近所發行的『硃批

奏摺財政類──貨幣金融項』(微卷)、『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

幣類』(微卷)，主要記錄地方各省督撫官員對地方貨幣情形的奏

摺報告，以及與鑄務行政相關的奏銷題本資料。其中尤以『硃批

奏摺財政類──貨幣金融項』與『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幣類』

兩種檔案史料，不僅檔案數量龐大，其所收錄的檔案時序亦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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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貫，提供筆者在方便檢索之餘，更可見各事件發展脈絡與事情

緣由。77至於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明清

史料』與《明清檔案》，其中包含清代各部題本、副摺、移會等數

量相當可觀的檔案文書，其中戶部與刑部方面資料，除摘抄或詳

抄來自地方官員對地方事務提出的主張以及地方犯罪案件等題奏

內容，並兼載中央部會官員的批示意見。例如從戶部方面有關錢

法方面的檔案資料，可以了解地方貨幣流通狀況以及不同官員提

出有關貨幣政策的具體主張，同時又可得知中央戶部對該員主張

作出處理與批駁意見。至於刑部方面，包括審訊私錢案罪犯經過，

決罪內容，以及各犯供詞記錄，可以進一步了解從地方到中央，

在處理私錢案件的不同立場，以及該犯最終審判的結果。從中可

以了解中央與地方官員之間就相關政策施行上的看法。 

除奏摺與題本方面檔案以外，臺北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初諸帝

『起居注冊』、『上諭檔』以及『寄信檔』，大陸地區出版之《康熙

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乾隆朝上

諭檔》等史料，珍貴地記錄著各朝帝王的言動情況。這些史料提

供我們深入了解君主在徵詢各項事情後所作的因應態度，以及接

獲地方督撫官員奏摺後所批示的具體內容。清高宗在位年間，對

大臣奏摺上硃批並不如清世宗多，但透過內閣所發佈的「明發上

諭」，或經由軍機處擬旨所頒的「寄信上諭」，其內容均相當詳盡

而深入。經由諭旨類史料，可以更清楚了解高宗處理地方事務的

態度與立場，也透露著君臣之間的溝通模式與橋樑。 

官書資料，除各朝實錄、會典、清朝文獻通考等資料以外，

有關貨幣史方面最重要記錄，該屬清代國史館所編的『史館檔‧

                                                 
77 關於此兩套檔案史料的介紹，可參賴惠敏，〈第一歷史檔案館發行『清代硃批奏摺財政類』微

卷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2 期，1996 年，頁 101-105；鄭永昌，〈中國第一歷史

檔案館發行『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幣類』微捲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30 期，

2000 年，頁 139-150。 



 29

食貨志』中錢法資料。清代國史館制度可追溯至滿族入關以前，

至康熙二十九年(1690)正式確立國史館編制，自此以至清末，編

修史書未曾間斷。78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現存國史館『食貨志』

錢法方面史料，包含來自各個纂修官所撰寫的錢法稿本，由於各

稿本撰寫內容詳略不同，互相參酌，對於清代貨幣制度之沿革、

貨幣政策的實施、錢法禁令的推行、以及私錢舊錢的處理等問題。

不僅補充檔案史料的闕漏，而此史料以時為經，以事為緯的記載，

更提供本文對清代貨幣政策具體而清晰的線索。 

此外，文集、筆記與方志等史料也值得重視。尤其晚近大陸

先後出版許多珍貴文集叢書，而《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續

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書籍的相繼問世，使得許

多清代文人文集、筆記、方志等史料可以公諸於世，雖然私家著

述不如檔案資料可靠，但在補充官方史料之不足上亦頗具參考價

值。 

最後，晚近學者相關論著對本研究提供許多的思考線索，本

文即利用有關中、英、日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結合前述檔案、

官書、文集、筆記與方志等史料，期能更深入了解乾隆朝錢貴時

期私錢流通情況、具體探索當時官方貨幣政策中如何提出因應之

道，進而了解乾隆初期當政府力量不足的情況下，相對地方市場

自我發展與調息所呈現的態度與立場。 

                                                 
78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1983 年)，頁 37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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